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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儒家傳統論中醫職業精神的 

形成機制 
 

劉雲章* 

 

摘要 

 
中國傳統醫師職業精神是中國優秀職業精神的有機組成部

分，影響其形成與發展有着多方面因素，尤其是儒家思想。儒家

的人本文化特質為醫學、醫療實踐與醫師職業精神營造出濃郁的

文化背景；儒家的“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價值觀逐步提升了

醫學與醫師職業精神的社會地位與價值；儒家的核心價值思

想——“仁”深刻揭示了醫師職業精神的內在本質與要求；儒家

的責任倫理使醫師在行醫實踐中始終按照社會對醫師職業的整體

責任要求、按照為病家謀幸福的個體責任要求規範自己的言行；

儒家的“修身”促進了醫師職業精神的養成。所有這些都從不同

側面促進了中國傳統醫師職業精神的形成。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

醫師職業精神的形成為當下中國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提供了有益的

啟示與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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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下醫患糾紛的世界性難題，加強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是其

有效對策之一，為此，2002 年美歐國家制定了《新世紀的醫師職業

精神——醫師宣言》，2011 年中國醫師協會頒布了《中國醫師宣言》。

如何弘揚與培育當代醫師職業精神成為理論研究與醫療實踐中的熱

點問題，基於此，我們需要把思維的觸角伸向歷史，伸向中國傳統

醫師職業精神領域。中國傳統醫師職業精神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

重要組成部分，其形成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響。

儒家思想主要通過以下途徑促進中國傳統醫師職業精神的形成：為

醫學、醫療實踐與醫師職業精神營造出濃郁的文化背景、逐步提升

醫學的社會地位與價值、深刻揭示醫師職業精神的內在本質與要

求、不斷強化醫師職業責任的理論與實踐、加強醫師職業素質的教

育與養成。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醫師職業精神的形成為當下中國醫

師職業精神建設提供了多層面的啟示與借鑒。 
 

一、醫學的文化背景：儒家的“人本”文化特質與 

醫師職業精神 

 

醫學產生的初期以及在其後發展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是

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中醫藥學認為，“醫易同源”，即是說中醫藥

學深受作為“群經之首”的中華經典《易經》的影響。許多醫學概

念、理論等都籠統的包含在哲學、文化學之中，或者是從哲學、文

化學之中直接移植過來。“戰國秦漢時期的一般思想（或者學）是

和醫學思想配套的。李約瑟說中國人對於自然的思維基本上是一種

‘有機體’式的形態，即將宇宙萬物（包括人在內）看成一大生命

的整體。” (李建民，2008，8) 這一時期，中醫學的文化學屬性遠遠

高於其科學屬性，事實上，西方醫學在產生以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內，起碼是在近代實驗醫學出現之前也是具有相當濃重的西方文化

學屬性，“西方醫學實際上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西方醫學的

根源似乎十分相似於中國、日本或印度醫學。早期的西方醫學，尤

其是希波克拉底和蓋侖，都是一種整體醫學”，只是到 16 世紀文藝



從儒家傳統論中醫職業精神的形成機制   69

復興以後，西方醫學開始“背離了自己的傳統，走向了新的方向”(羅

伊．波特，2000，2-3)。總之，在科學還不發達的古代，中國醫學是

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在當時來說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對這種合

理性不能過於誇大，它最缺少的一是科學實驗證據，二是現代科學

的語言，所以，它沒有也不可能進入現代醫學。(黄寅焱、車離，1998)

也許正是由於中國傳統醫藥學的科學性的匱乏而使其人文性凸顯，

而這種人文性的凸顯為醫師職業精神的養成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

圍。 

在中國傳統的儒、釋、道文化構成中，儒家思想文化無疑佔據

主導地位，並深刻影響着中國傳統中醫藥學的發展。考察中醫藥學

理論體系在古代有過三次發展高潮，第一次是從戰國到秦漢時期中

醫藥學理論體系的奠定，其標誌是《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

以及《傷寒雜病論》等經典著作的相繼問世，宣告中醫藥理論體系

的基本形成。第二次高潮是唐宋金元醫學分科大發展以及金元四大

醫家學術思想的脫穎而出，這一時期的醫學群星燦爛、充滿生機。

第三次高潮是明清時代，《本草綱目》的問世、溫病學理論體系的

奠基以及《醫林改錯》的完成等等。這三次高潮恰與當時儒學思想

的三次興盛發展週期相吻合。(劉興旺等，1992) 

儒家思想不僅影響到中國傳統中醫藥學的發展，而且影響到中

國傳統醫師職業精神的形成。儒家思想最大的特點就是對“人”的

關注，“人本”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理論特色1 (蔡仁厚，2010，104)。

儒家思想的“人本”文化特質深刻影響到中國傳統醫師職業精神，

即醫生要重視人，關愛人，關愛患者，《黃帝內經》中說：“天覆

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孫思邈於《備急千金要方》（簡稱

《千金要方》）的序中說“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

於此”。醫生要視患者如親人，要一視同仁， “若有疾厄來求救者，
 
(1) 人類早期的幾大文明各有特色與文化偏向，希臘人重視對自然的探索，發展出以
知識為中心的文化思想，可以稱之為“物本”文化。希伯來人尊崇上帝，發展出
以神為中心的宗教思想，可以稱之為“神本”文化。中國人正視人，發展出以生
命為中心的人生智慧，可以稱之為“人本”文化。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都是
關於“人本”文化的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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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

皆如至親之想。”這些都是對中國傳統醫師職業精神客觀的基本的

要求。 

由於這些醫師職業精神的內涵反映了醫學的本質，因而能夠跨

越時空，直到今天仍然是醫師職業精神的核心內容。美歐國家的《新

世紀的醫師職業精神——醫師宣言》的三項基本原則中前兩項都是

關於醫師對患者的尊重與要求，即“將患者利益放在首位的原則”

與“患者自主的原則”。《中國醫師宣言》的六項“承諾”中前兩

項也是同樣的內容，即“平等仁愛”與“患者至上”。 

與西方的科學文化相比較，儒家的“人本”文化特質為中國傳

統醫師職業精神的孕育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  
 

二、醫學的職業價值：儒家的“不為良相，當為良醫”與

醫師職業精神 

 

從歷史上來看，儒學與醫術本為兩道，《漢書．藝文志》說:“儒

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理陰陽,明教化者也。”而“醫經

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

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前者屬諸子,後者歸方

技，儘管如此，二者有相通之處。 

首先是醫學需要儒學。醫源於巫，而原始時代的巫不僅為人治

病，亦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儘管後來醫生專門醫人，但他們永遠也

忘不了其參政之功能，所謂“論病以及國”，以至於秦國名醫醫和

在對答文子“醫及國家乎”的疑問時說:“上醫醫國,其次疾（治）

人，固醫官也”，孫思邈在《千金要方．候診》中也說：“古之善

為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這就使醫人與醫國緊

緊聯繫在一起，一些醫家則以醫理論國事成為時尚，從而使醫學與

儒學發生了內在關聯。 

其次是儒學也需要醫學。儒學的仁義忠孝是從孝敬父母開始，

父母的健康與疾病是他們最為關心的，由此就需要醫學的介入。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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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西晉皇甫謐所說:“夫受先人之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此

所謂遊魂耳。若不精通於醫道，雖有忠者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

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此固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由此

言之，焉可忽乎。”（《針灸甲乙經．序》）這樣，儒學與醫學內

在地走到了一起。 

對此，明代徐春甫深刻的闡釋到，“醫術動關性命，非謂等閒。

學者若非性好專志，難臻其妙。⋯⋯如漢之張仲景，晉之葛洪，齊

之褚澄，梁之陶隱君，非不服儒有才有行。吾聞儒識禮義，醫知損

益。禮義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損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儒與醫

豈可輕哉! 儒與醫豈可分哉! ”（《古今醫統大全》） 

如前所論，儒學與醫學的相互需要使它們相互吸引。據統計，

兩漢至唐代 52 位著名醫家中，儒者多見。(郭殿斌，2010) 時至隋唐，

文人知醫或文人業醫者已很多了，“儒醫”之實已現端倪。宋代以

後，醫學越來越受到重視，由“方技”、“小道”逐漸走上廟堂，

形成了“儒醫”，《宋會要輯稿．崇儒》載：“伏觀朝廷，興建醫

學，教養士類，使習儒術者通黃素，明疹明疹療，而施於疾病，謂

之儒醫，甚大惠也。” 

“儒醫”之所以出現在宋代，首先是皇帝的偏好。宋代帝王推

崇文治，對醫學非常關注，北宋的 9 個皇帝中至少有 5 個熟悉醫學，

(劉理想，2003) 宋太祖和宋太宗還是這方面的“專家”，據《宋史》

記載，太祖曾親為其弟艾灸治背。“太宗嘗病亟，帝往視之，親為

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灸。”其次是朝廷多次下詔書指導全

國的醫事活動。據韓毅在〈宋代醫學詔令及其對宋代醫學的影響〉

一 文 中 統 計 ， 自 宋 太 祖 建 隆 元 年 至 宋 末 帝 趙 昺 祥 興 二 年

(960—1279)，宋代皇帝和政府發佈的醫學詔令就有 830 次之多，其

中北宋時期有 535 條，南宋時期有 302 條，超過了宋以前任何一個朝

代，也為此後的元明清政府所無法比擬。(韓毅，2008) 在北宋 167

年的歷史上，有 10 次大規模的中央官刻醫書，每次都有一種或數種

重要的醫藥專著行世，並成為醫籍之精品，此外，唐宋科舉考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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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設有醫學專科。(李建民，2008，6) 再次，由於皇帝與朝廷對醫學

的重視，引導着大批儒學者學習醫學，(劉理想，2003) 儒醫合二為

一蔚然成風，成為當時一道獨特的社會文化風景。 

所謂“儒醫”是指一批有着扎實儒學文化背景的醫學家，他們

集家國情懷於一體，亦儒亦醫，能走入仕途者則對上醫國，走不進

仕途則對下醫人，他們以自己的儒家思想與醫家的技術徹底改變了

醫學在社會上不被重視的地位，把醫與儒相對稱，極大提升了醫學

的社會威望。最著名的就是范仲淹提出的“不為良相，當為良醫”

的醫學社會價值觀。儘管學界對這一命題有着不同的見解，認為范

仲淹並不是第一個以醫比相的人，如早在《尚書．說命》中就有武

丁以醫生治病來比喻人臣為相的記載，而《國語．晉語》中則有“上

醫醫國，其次醫人”的說法，漢代賈誼也曾言：“吾聞古之聖人，

不居朝廷，必在蔔醫之中。”（《史記．日者列傳》）但是筆者更

願意主張這是范仲淹提出的命題：首先是如前述，宋代儒醫的形成

確實提升了醫生的社會地位，使以醫比相有了社會基礎；其次是范

仲淹自身的個人魅力，尤其是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

而樂”的人生境界，使我們認為范仲淹提出這一命題是有個人條件

的。最後是，今天我們沒有必要過分糾纏於誰最先說這句話，(余新

忠，2011) 重要的是這個命題對醫學、醫療實踐與醫師職業精神的發

展所產生的積極的社會影響與推動作用。 

中國歷史至少到周代有了完備的醫事制度，《周禮．天官》載：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醫之

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 (陳邦賢，2006，12)，到了秦漢，有太醫令、

太醫丞、侍醫等醫官的名稱，以後歷代相沿，或小有更易。 

可見，醫學與儒學的結合尤其是“儒醫”的形成與發展、歷代

“醫官”制度的不斷完善、“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醫學職業社

會價值觀的形成與社會化等，都極大地提升了醫學在社會中的地位

與作用，醫學成了一門重要的社會職業，醫師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重

視，醫師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高，由此調動了醫師的職業積極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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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在職業技術上還是職業道德上醫師也越來越嚴格要求自己，這

些都促進了醫師職業精神的形成與發展。 
 

三、醫學的職業本質：儒家的核心價值思想—— 

“仁”與醫師職業精神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即對他者的關愛。這一終極價值理

念與追求從頂層設計上規定了醫學的職業本質——“醫乃仁術”。 

“醫乃仁術”有一個歷史的形成過程。中國傳統醫學萌芽並興

起於春秋戰國時期，由於醫學自身的職業特點，它從產生之初就接

受了當時諸子百家中以孔孟為代表的仁義道德觀念的薰陶，如同情

疾苦、扶危濟貧等。後來這一思想逐漸發展，東漢張仲景在其《傷

寒雜病論》的〈序〉中明確提出，醫家要“精究方術” ，其目的“上

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這

是對醫學目的與醫學職業本質的明確闡述，集中體現了“ 醫乃仁

術” 的思想，表明“ 醫乃仁術” 的醫德觀念已基本形成，(杜治政，

1996) 其後歷代大醫又都不斷豐富與發展“醫乃仁術”的醫師職業

精神。 

“醫乃仁術”有着科學而豐富的內涵。醫學是“仁”與“術”的

統一，“仁”是醫學的目的，要求對患者的關心與仁愛，“術”是

醫學的手段，要求醫師要有醫學專業與技術。“仁”與“術”不可

分割，“仁”是“術”的前提，“術”是“仁”的基礎。離開

“仁”，醫學就失去了方向與目標，離開“術”，醫學就是去了基

礎與可能。不僅如此，“仁”與“術”還可以相互促進，對患者

“仁”的關愛會促使醫師提高醫學之“術”，醫學之“術”水準的

提升進一步促進了醫學之“仁”的境界。“醫乃仁術”的醫學職業

本質體現在醫學科學發展以及醫療實踐過程的各個方面。 

“醫乃仁術”不僅有着歷史的思想價值，同時還具有強烈的現

實的思想與實踐價值，尤其是在醫學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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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仁術”對於處理好醫學技術主義與醫學人文主義的關係具有指導

意義。 

中西方醫學的早期都突出的表現為人文主義而非技術主義特

徵，16 世紀文藝復興以後，西方醫學開始出現“醫學技術主義”思

潮，並於 19 世紀向醫學技術主義邁進，20 世紀以來 “醫學技術主

義”思潮發展迅猛。如今，“醫學技術主義”思潮主要表現為三種

類型，即醫學技術資本化的“醫學技術主義”思潮、醫學技術主體

化的“醫學技術主義”思潮、醫學技術非人性化的“醫學技術主

義”思潮。“醫學技術主義”思潮對醫學科學和醫療實踐的發展具

有積極與消極兩方面作用，如何克服“醫學技術主義”思潮的消極

影響是醫學當下面臨的一大課題，醫學的未來一定發展在一個更高

基礎上的醫學技術與醫學人文的有機統一，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重

新思考與應用“醫乃仁術”這一倫理學命題。“醫乃仁術”是儒家

“仁”愛思想在醫學上的具體體現，亦是中華傳統醫師職業精神的

本質與精髓。 
 

四、醫師的職業責任：儒家的“責任倫理”與 

醫師職業精神 

 

“責任倫理”這一概念首先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在《以政治為業的意義》的演講中提出，他按照人的行為的

“倫理取向”劃分為“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後來西方許多

學者都有關於“責任倫理”的著述。其實在中國傳統倫理尤其是儒

家倫理中就有着豐富的“責任倫理”思想。從歷史上來看，為了反

對封建專制，中古以後的西方發展出“權利本位”的思想，而中國

則一直延續了“責任本位”的思想 (程東峰，2010，5)，這是中國文

化的一大特色。責任本位強調每一個個體都處於特定關係之中，都

必須承擔由特定角色而規定的特定責任。儒家倫理從整體主義原則

出發，把個人置於群體之中，強調個人對家庭、民族、國家的倫理

責任。《禮記．禮運》中要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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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儒家進一步發展為“五倫”關係，

即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在這五倫關係中，每個人各盡

其責。 

儒家的責任倫理思想深刻的影響到醫師職業精神，成為醫師要

求與規範自己的倫理基礎。《黃帝內經》中較早的記述了醫師的職

業責任，“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而藏之，

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

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所絡時，可得聞乎？’歧伯曰：‘遠

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

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

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張仲景編著《傷寒雜病論》就是

痛感當時的“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他們“競逐

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

華其外而悴其內。”因而他“勤求古訓；博采眾方”，聯繫實際，

編著此書，以達到“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

長全”的濟世救人目的。孫思邈在《千金要方．大醫精誠》要求，

“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

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

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悽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

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工夫形跡之心。”後來，歷代醫家都傳

承並發展了醫師職業責任的思想並制定了越來越具體的職責要求，

如宋代的寇宗奭《本草衍義》中的“醫有八要”，明代龔廷賢《萬

病回春》中的〈醫家十要〉、陳實功《外科正宗》中的〈醫家五戒

十要〉等。 

醫師的這些職業責任具體可行，成為傳統醫師職業精神的主要

內容，並且一直延續到今天。如美歐國家的《新世紀醫師職業精

神——醫師宣言》，其主要內容可概括為三項基本原則和十項職業

責任，即將患者利益放在首位的原則、患者自主的原則、社會公平

原則。以及提高業務能力的責任、對患者誠實的責任、為患者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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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和患者保持適當關係的責任、提高醫療品質的責任、促進

享有醫療的責任、對有限的資源進行公平分配的責任、對科學知識

負有責任、通過解決利益衝突而維護信任的責任、對職責負有責任。

《中國醫師宣言》的基本內容為六項承諾，即平等仁愛、患者至上、

真誠守信、精進審慎、廉潔公正、終生學習。 

儒家的責任倫理使醫師在行醫實踐中始終按照社會對醫師職業

的整體責任要求、按照為病家謀幸福的個體責任要求規範自己的言

行實踐。 
 

五、醫師的職業素養：儒家的“修身”與醫師職業精神 

 

儒家倫理是集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於一身。“做具有美德的人

比做符合道德規範的事更為根本、更重要、更具決定意義，因而美

德比規範更為根本、更重要、更具決定意義。因為在他們看來，如

果人們沒有美德，那麼再好的道德規範也不可能被遵守，因而也就

等於零；反之，只有當人們具有美德時，道德規範才能被遵守，從

而得到實現。” (王海明，2003，37) 如果說上述是從儒家職業責任

的角度分析其思想與醫師職業精神的關係，那麼與此並列的還有儒

家的“修身”與醫師職業精神的形成，前者是客觀的外在要求，後

者是主觀的內在要求，二者共同推動了中國傳統醫師職業精神的養

成。 

儒家思想關注人、關注社會，關注人與社會的關係，重視一個

人的“成德”，即儒家強調的“仁”。由此決定了這種文化心靈的

表現是以德性為主綱，強調一個人道德品質的重要性，社會文化和

教育的重心是把一個人培養成具有良好德性的人，即“德性主

體”，在此基礎上實現儒家的人生理想——“內聖外王。”為此，

《大學》主張“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具體化

為“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八條目”中的前五條目是“內求於己”，以達到“內

聖”，後三條目是“外用於世”，以實現“外王”。孟子說：“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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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盡心下》）正是表達了“內

聖外王”的追求。 

儒家的“修身”思想與要求廣泛影響到中國傳統社會醫師的職

業美德與職業精神領域，重視職業操守的養成成為中國傳統社會醫

師素質的重要構成，從《黃帝內經》開始，有關醫師“修身”的內

容、方式、目標、境界等越來越完善，尤其是到宋代“儒醫”的形

成。 

晉人楊泉關於“良醫”與“名醫”的區別有一段很精彩的議

論：“夫醫者，非仁愛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

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

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

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疹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

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且道家則尚冷，以革木用冷生；醫家則尚

溫，以血脈以暖通。徒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柔有輕重，

節氣有多少，進退盈縮有節卻也。名醫達脈者，求之寸口、三候之

間，則得之矣。度節氣而候溫冷，參脈理而合輕重，量藥石皆相應。

此可謂名醫。醫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醫，必參

合而隱括之。”（《物理論．論醫》）這段話表明，楊泉認為“良

醫”有德、“名醫有術，他批評“道家”、“醫家”各自所持的一

套診病治病理論之失，他更讚賞兼具“德”與“術”的“儒醫”。 

綜上述，儒家思想通過多種途徑、多種機制作用於中國傳統醫

師職業精神：(1) 儒家“人本”文化特質從文化底色上契合了中國傳

統醫師職業精神，從而為中國傳統醫師職業精神的形成與發展提供

了良好的社會文化背景。(2) 儒家的“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職業

價值觀，把“良醫”與“良相”並列，極大地提升了醫學的社會地

位與聲望，有利於促進醫學與醫師職業精神的發展。(3) 儒家的核心

價值思想——“仁”從根本上界定了醫學不是純技術而是“仁”與

“術”的統一，“仁”是“術”的導向，“術”是“仁”的基礎，

“醫乃仁術”是中國傳統醫師職業職業精神的終極價值追求。(4) 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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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責任倫理”為醫學與醫師制定了於國家、社會及患者個人的

各方面的職責，這些職責是醫師職業的客觀要求，成為中國傳統醫

師職業精神的基本內容。(5) 儒家的“修身”就是把客觀的外在醫師

職責通過醫師主體的“修身”功夫內化為自身的品質與修養，並在

其指導下進行行醫實踐，為患者服務。這五個層面由整體到部分、

由外在到內在、由理論到實踐等，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進了

中國傳統醫師職業精神的生成與發展 

《醫學史》的作者，意大利的卡斯蒂廖尼(Castiglioni Arturo)曾

經明確地指出：“在科學史上，正如在任何一種人類智慧和感情的

歷史上一樣，過去永遠不是過去，而是延續至今地、非常活躍地表

現在每個形式、每個現象之中。”(卡斯蒂廖尼，2003，3)。同樣的

道理， 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醫師職業精神生長發育的內在機制為中

國當今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提供了重要啟示： 

其一、重視醫師職業精神建設。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是醫學科學

和醫師職業本身的內在要求，是醫療實踐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

更是中國“新醫改”頂層設計的現實要求。 

其二、凝練醫師職業精神內涵。歷史上有許多關於醫師職業精

神內涵的概括，應該立足於醫學科學和醫藥衞生事業的發展，借鑒

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古今中外各種優秀思想資源，凝練出具有時代

內涵的當代醫師職業精神。 

其三、構建醫師職業精神建設長效機制。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是

一項系統工程，不能單純就職業精神談職業精神，應該尋找多方面

的理論資源與實踐支撐，包括醫學的社會文化背景、醫學的社會職

業價值觀、醫學的職業本質、醫師的職業責任以及醫師的職業修養

等。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是一個長期的實踐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應該看到當前醫師職業精神建設中諸多問題的存在也正是醫師職業

精神建設的良好契機，應該扎扎實實的做一些理論準備與實際工

作，構建起醫師職業精神建設的長效機制。只有從合理的體制與有

效的機制入手，才能把醫師職業精神建設真正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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